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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任期、 财政资源与数字时代
地方政府组织声誉建构

———基于 2 000 万条省级政府网站数据的实证研究

孟庆国 王友奎 陈思丞**

【摘  要】近年来组织声誉管理正成为国内外公共管理领域的前沿热点问题,但是数字时代中国

地方政府组织声誉建构策略的影响因素却鲜有研究涉及。本文选取政府门户网站作为观察数字时代

地方政府组织声誉建构策略的经验素材,基于2015—2019年31个省份全样本2000万政府网页数

据,利用前沿研究的编码表和随机森林等多种机器学习算法对中国情境下的省级政府组织声誉建构

进行测量,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省级政府组织声誉建构策略会受到主政官员任期

和财政资源等变量的显著影响,促使不同省级政府选择差异化的策略组合。在主政官员任期早期,
地方政府更加重视呈现绩效性和道德性声誉;在任期后期,则更加重视呈现程序性和技术性声誉。
财政资源少的地区,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呈现绩效性和道德性声誉;财政资源多的地区,则更倾向于

呈现程序性和技术性声誉。本文较早地基于文本大数据对地方政府组织声誉进行测量,并初步揭示

中国场景下地方政府组织声誉建构策略的影响因素。
【关 键 词】数字时代;地方政府;组织声誉建构;政府网站;机器学习

一、 引言

近年来,组织声誉理论 (Bureaucratic
 

Rep-
utation

 

Theory,BRT)正成为公共管理领域的

前沿研究热点,受到大量学者的高度关注[1]。在

早期的公共行政著作中,Simon和 Wilson等学

者就已对行政管理中的声誉理论进行了讨

论[2-3],但是并没有成功将声誉研究理论化。直

到Daniel
 

Carpenter以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

(FDA)为案例[4],详细讨论了组织声誉与组织

权力、监管等因素的关系后,组织声誉理论

(BRT)才在公共管理领域逐渐流行起来。
特别是随着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

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社会的连接方式和结构

受到数字化技术的改造与重塑[5],从根本上改变

了公众的生活、工作和思维方式,公众能够快捷

获取政府信息[6],并利用社交媒体进行评论,使

信息更快扩散、更难控制[7]。公共管理也迎来了

数字治理时代,政府的行为策略也发生了深刻的

变化[8],需要用新的治理范式指导政府行为,以

适应数字治理的时代需求。因此,如何利用互联

网平台建构良好的组织声誉,从战略上应对组织

内外部的 (潜在)风险,成为数字时代公共管理

需要关注的议题。
近年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数字化平台建

设,试图回答公共部门 “如何提供更好的公共服

务”
 

这个深层次的治理问题,先后出台 《关于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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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推进 “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关于印

发政府网站发展指引的通知》等多份政策文件,
旨在促进我国政务服务的数字化转变,提升数字

时代政府的治理能力[9]。政府网站和政务新媒体

作为互联网时代政府提供服务的重要平台[10-11],
相较于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具有时效

性强、传播范围广等特征,指数级提升了政府对

外公开的数据量[12],极大拉近了政府和公众间

的距离。同时,由于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公众可

以更便捷获取政府信息和在线服务[13],也极大

方便了公众对政府的监督,也给政府如何建构良

好的组织声誉带来了新的挑战。
组织声誉理论作为解读政府行为的新视角,

已被众多学者用来分析政府政策的制定与执行、
舆论和危机事件的应对、组织合法性的维护等问

题[14-16]。然而,已有相关研究均基于西方情境,
针对中国地方政府如何在互联网情境下建构其组

织声誉尚属空白。因此,本文借鉴Carpenter[1]

等人的研究,将其与中国情境结合起来,基于

2000
 

万条政府网站大数据,对我国省级政府在

绩效性声誉、道德性声誉、程序性声誉和技术性

声誉的分布进行了测量,并对组织声誉建构的影

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从大样本定量分析的视角

揭示影响政府组织声誉建构的图景,为组织声誉

理论提供实证材料补充。本研究的意义在于:第

一,与国际公共管理领域的前沿理论对话,拓展

中国场景的公共部门组织声誉研究,并且提供了

关键词列表和操作化方案;第二,初步展现了在

数字治理时代,中国地方政府运用互联网平台建

构良好的组织声誉的策略及影响因素。

二、 文献综述

(一)概念化与重要价值

声誉是一个比较广泛的概念,在经济学、社

会学、管理学等领域的组织理论中有着不同的定

义和研究[17]。组织 “声誉”也往往与组织 “形
象”和 “身份”等相关概念具有较强相关性,容

易产生混淆。Balmer认为 “声誉” “身份” “形
象”三者有本质区别:形象是表层物质层级的印

象,身份更多是从战略出发对组织的定位,而声

誉涉及组织更为内核的价值层面[18]。Davies和

Miles将声誉管理视为三个要素的结合,即 “其
他人 (客户)如何看待我们” “我们到底是谁”
和 “我们认为我们是什么”[19]。而组织 “形象”
仅是外部受众对组织的看法,声誉则包括内部和

外部的利益相关者。对于外部受众而言,可以在

没有任何经验积累的情况下形成对组织的形象,
而有关更深层次的组织声誉,则需要在经验基础

上形成[20]。
与企业组织相比,公共部门组织声誉的一个

显著区别在于它的多重性和多维性,这是由于公

共组织的目标模糊性及其面临的目标和挑战具有

不同性质所导致的[21]。本文聚焦于公共部门的

组织声誉,采用公共管理领域学术研究中广泛接

受的定义,即Carpenter对于官僚组织声誉的定

义,“一组关于一个组织的独特或可分离的能力、
角色和责任的象征性信念,这些信念嵌入在受众

网络中”[1]。公共部门的组织声誉被认为是内外

部受众形成的有关组织的多重印象,代表着 “组
织声誉的建立需要维护 ‘多重受众网络’,即与

行政政治、行政官员、利益集团、媒体和公众等

不同主体打交道”[14]。因此,政府机构被认为会

精心建构与外部受众的沟通,以塑造不同受众判

断其角色和行为的思维方式,从而维护良好的组

织声誉[22-23]。当政府机构被不同的、看法相冲

突的外部受众观察和评判时,它们往往采取不同

的声誉建构策略。为了追求正面的声誉,各机构

不得不调整它们的沟通方式,符合利益最相关受

众的期望和偏好,改变相关受众的看法[24]。
与私人组织类似,公共组织也面临着各种竞

争,例如争夺资源和受众的认可等[25];它们面

临的一项重要挑战就是要展示出超越其他同类型

组织的独特性和价值,从而获得利益相关者的支

持[26]。政府作为公共组织之一,建构良好的声

誉对于政府获得利益相关者的支持尤为重

要[27-28]。良好的声誉能够帮助政府与公众更好

地互动,提升应对外部危机的能力,构建一个抵

御外部攻击的 “保护盾”[29]。Schanin等[30] 研究

发现公共组织声誉建构能够改善公众对政府的印

象,化解民众抗议、游行等危机。建构良好的声

誉与组织合法性密切相关[31],还可以帮助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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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和自主权[32]。因此,作

为一种有价值的 “组织资产”,公共组织会仔细

评估其受众群体,采取不同策略以建构其组织

声誉[33]。
(二)广泛应用与影响因素

组织声誉理论已广泛运用于解释美国、以色

列等国家的公共部门领域。一方面,研究发现,
政府在推动各种监管政策出台的过程中,政策效

果与机构组织声誉呈现明显的相关性,例如药物

批准试验的期限问题[34]、法律强制执行决定的

期限问题[35] 等;另一方面,组织声誉建构的影

响不仅体现在监管部门的行为中,还体现在各种

形式和背景的公共组织的管理过程中,如医疗保

健机构[36]、高等教育机构[37-38]、警察和边境管

理机构[39-40]等。
在数字治理时代,不同公共部门的声誉建构

策略既有一致性,也有较强的差异性,主要受到

组织声誉独特性和声誉威胁性两类因素的影响。
首先,不同组织间声誉建构策略可能因不同的机

构角色、能力和授权而存在差异,这与组织声誉

独特性概念是紧密相关的[1]。独特性方面的影响

因素主要有:机构类型 (监管机构/服务机

构)[24]、机构职能 (经济类/社会类等)[24]、组织

级别[37]、官员任期[41] 及时间因素[37]等。如

Rimkute研究发现监管型机构会比非监管型机构

更多关注道德性、程序性和技术性声誉建构;经

济类职能部门更侧重于程序声誉建构,社会类职

能部门更关注技术性声誉建构[24]。
其次,公共部门的声誉建构策略还取决于声

誉的威胁,这种威胁源于观察和判断组织机构的

产出和过程的众多相互矛盾的受众[15,22]。当更高

部门面临不同的声誉威胁时,它们会采取差异化

的声誉建构策略[16,35]。如 Wei等人基于中国三

个核电站项目的案例分析发现,如果地方政府感

知到的 “自上而下”的压力更高,则会更强调绩

效性声誉;如果感知到 “自下而上”的压力更

高,则会专注于道德性声誉建构;如果面临双重

高压困境时,则会侧重于程序性声誉,避免对任

何一方负责[16]。
近年来,在中国转型的大背景下[42],我国

地方政府也意识到了声誉建构的重要性,并尝试

通过声誉管理打造独特的组织声誉,以便从战略

上应对各种压力。在国内,余津津最早全面梳理

了国外的声誉理论研究[43]。近年来,逐渐有学

者结合声誉理论分析公共组织治理行为和组织管

理,如声誉机制与官员激励[44]、声誉建构与政

府信任[45]、声誉建构与公共服务水平[46] 等

研究。
(三)既有研究的局限与不足

总体来说,公共部门的组织声誉研究是公共

管理领域中的新兴研究方向。仅有为数不多的学

者从组织声誉建构的视角解读政府行为,国内相

关研究更少,这导致政府组织声誉的相关研究仍

存在许多局限与不足:一是已有的政府组织声誉

研究多为理论层面的总结与探索,缺少实证测

量。当前学者越来越重视政府组织声誉建构这一

概念与理论上的重要性,但是却少有人关注如何

系统、科学地测量政府如何建构组织声誉,组织

声誉各维度在现实情况中的区分缺少数据支

持[21,47]。二是以往对政府组织声誉建构策略的研

究多依赖定性研究[48],缺少定量分析的支撑[24]。
三是已有研究多倾向于分析外部声誉风险对组织

声誉建构策略的影响,对组织内部因素如何影响

主观声誉建构的探究则相对匮乏[49]。

三、 理论框架和假设

(一)分析框架

本文主要基于Carpenter的组织声誉理论

(BRT)框架[1],分析中国省级政府如何利用互

联网平台建构组织声誉。该理论将政府组织声誉

划分为绩效性 (performative)、道德性 (mor-
al)、程序性 (procedural)和技术性 (technical)
四个维度。其中,绩效性声誉代表着一个组织通

过有效行动完成其核心目标和价值使命的能力;
高绩效性声誉表明受众认为该组织能够胜任其主

要工作,向公众提供了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和产

品,与同类组织相比展现出了独特的能力和价

值。道德性声誉反映了组织能否在其工作中遵守

社会道德规范,并富有同情心、灵活和诚实,
要求组织能够保护受众的利益不受侵害,是组

织信任的重要来源。程序性声誉是指机构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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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和决策中是否遵循适当的程序、标准和法律

要求,政策出台、利益冲突的解决都要遵循科

学的标准程序。技术性声誉反映了一个组织在

事务处理过程中展现的能力和知识,强调其科

学能力、方法能力和分析能力,能够制定行业

的专业标准 (见表1)。

表1 政府组织声誉维度框架

声誉维度 内容描述 受众关注点

绩效性声誉
机构是否有能力或高效率地完成工作、实现组织目标、承担
责任?

工作完成情况、工作效率、工
作质量

道德性声誉 机构行为是否符合社会道德规范? 能否有效保护受众的利益? 同情心、诚实、体恤、仁慈、
透明度

程序性声誉 行政机关的决策/决定是否遵循组织规则和规范? 程序性、合法合规、规范、符
合标准

技术性声誉 机构是否具备应对复杂困难问题的独特能力、知识和技能? 科学技术、分析能力、制定标
准、先进方法

注:该框架具体内容参考Carpenter[1]、Rimkutè[24] 等研究。

  在理想情况下,声誉建构的最高追求要求一

个组织在四种维度声誉方面都能够表现出色,从

而同时响应多个受众的期望[35]。然而,由于组

织的能力和资源有限,组织决策者是有限理性

的[50],一个组织往往很难同时展现不同的声誉

维度,专注一个声誉维度可能会分散对另一个维

度的注意力[33]。公共组织必须识别、处理并优

先考虑不同受众的多重期望,并选择一定的声誉

建构策略来应对特定的受众[51]。Maor将官僚组

织选择一个声誉维度的过程称为优先化[48],在

这个过程中,声誉建构的不同参与者会同时采取

行为,对这一维度的声誉产生影响。对于组织成

员而言,他们不得不考虑组织声誉的各个方面,
尽力维护组织良好声誉[52]。

需要注意的是,组织声誉理论作为一项较为

前沿的研究,具有较强的创新性。既有的关于分

析地方政府组织声誉建构策略影响因素方面的文

献较少,可参考和借鉴的成熟框架比较缺乏。在

此背景下,本文结合已有关于地方政府行为的研

究,整合官员任期、政府能力和相关控制变量,
构建分析框架,对政府组织声誉建构策略的影响

因素进行探究 (见图1)。这个较为初步的分析

框架,将为后续更加深入的研究提供基础。
根据高阶理论,组织行为会受到领导者特征

和动机的影响[53-54]。政府官员作为地方政府的

代言人和一把手,其意志和想法往往会体现在政

府决策过程中;而在官员的不同任期阶段,可能

会有不同的动机和行为偏好。因此,官员任期可

能会影响政府主动塑造组织声誉的行为,以防范

和化解声誉风险,获得声誉收益。政府能力是指

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水平,财政资源从客观条件

上决定了地方政府进行声誉建构的能力。因此,
将官员任期和政府能力作为核心自变量。

图1 政府组织声誉建构策略影响因素分析框架

此外,政府组织声誉建构策略还受到外部环

境等控制变量的影响,主要包括外部环境、省级

政府官员的其他个人特征等变量。外部环境是指

组织所面临的环境约束,如由于地区人口数量差

异造成的多样化需求,内外部多重受众的需求会

影响地方政府声誉建构的效率和策略选择。省级

政府官员不同的年龄、性别等特征,可能会影响

其对不同组织声誉的关注度,从而对政府组织声

誉的建构产生影响。
(二)研究假设

大多数研究认为政府机构的声誉建构是一个

“被动应对大于主动管理”的过程,即政府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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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出现声誉威胁后,才会采取相对应的策略维

护组织声誉[55]。但组织声誉作为一种有价值的

“组织资产”,特别是在数字治理时代,公共组织

日益认识到主动建构的重要性,因此会在日常工

作中积极主动培养良好的组织声誉[33],并通过

宣传 培 养 特 定 的 能 力,以 赢 得 声 誉 并 争 取

支持[56]。
在我国的行政体系中,官员行为往往对系统

的运行产生巨大的影响[57]。既有研究表明,一

个组织的领导会出于其绩效、任期长短等因素影

响,往往会有意识地主动塑造组织声誉,以实现

其政治考量。Pan通过对中国100个县的研究发

现,不同任期的县级官员会关注政府不同维度声

誉的建设[41]。研究表明,中国地方政府官员为

了在级别和职位上有所提升,会重点关注GDP
增长、社会稳定等考核指标,上任后通过 “新官

上任三把火”以及大量亲民活动等,快速树立肯

干、能干、关爱民众的形象[58-59]。但是,由于

中国省级官员的退休年龄一般为65岁,因此临

近或超过退休年龄的省级政府官员已经失去或大

幅降低了绩效的动力[60],短期内的经济建设等

工作难以转化为他们任期内的工作绩效,因此临

近退休的省级政府官员可能更加重视程序性工

作,希望能够平稳结束任期,避免出现政治危

机。另外,还有部分相对年轻的官员晋升空间尚

在,但可能面临更大的晋升压力,会更有动力在

任职后期引入创新性战略,以改善晋升机会[61]。
因此,本文提出官员任期影响政府组织声誉建构

的假设:
假设1a:在官员任期早期,政府更重视绩

效性、道德性声誉建设。
假设1b:在官员任期后期,政府更重视程

序性、技术性声誉建设。
马德勇和王正绪[62]通过对中国地方政府合

法性来源的研究发现,政府工作绩效、制度公

正、威权观念、技术创新等因素都有显著影响。
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作为地方政府绩

效考核的重要指标,塑造着地方政府的治理行

为[63]。对于经济体量较小的省份而言,努力发

展经济、增加税收是展示其工作绩效的重要途

径。经济的快速发展既能快速获得上级政府的关

注和支持[60],也能够增加当地民众收入,获得

外部受众支持。当地方政府面临较大的财政压力

时,为了缓和民众发展需要、公共服务建设和经

济水平之间的矛盾,地方政府经常通过关爱社会

弱势群体、慰问退休退伍干部、评选道德模范等

工作,展示其良好的道德形象以赢得民众支

持[41]。相比而言,对于经济水平较高、财政收

入充沛的省份,政府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绩

效,会更加重视制度公平和技术创新等[64-65]。
通过加强制度化建设,规范治理过程中的程序性

问题,从而营造公平公正的社会氛围,建构良好

的程序性声誉。同时,通过先进治理技术的创新

和运用,加强对企业产品的质量监管和检测,确

立高水平的行业标准,地方政府可以有效建构技

术性声誉,获得外部受众的支持[63]。因此,本

文提出财政资源影响政府组织声誉建构的假设:
假设2a:财政资源越强的地区,越重视程

序性、技术性声誉建设。
假设2b:财政资源越弱的地区,越重视绩

效性、道德性声誉建设。
此外,Christensen等人[38] 研究发现组织规

模等其他因素也可能会影响组织声誉的建构策

略。例如,更大规模的机构通常具有更为复杂的

官僚结构和更多的资源,并且可以向内外部利益

相关者展示自己的能力。另外,不同特征的官员

在行为决策模式方面存在差异[61,66],如年龄、受

教育水平等因素可能会影响官员对不同组织声誉

维度的关注,从而产生不同的动机[41]。

四、 数据和方法

针对以上假设,本文利用2015年1月至

2019年12月全国31个省份的月度面板数据,进

行实证检验,对我国省级政府组织声誉建构的影

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在对组织声誉的测量中,
本文则使用了先进的机器学习的大数据方法。

(一)组织声誉的测量

在已有文献中,对组织声誉的测量主要通过

问卷调查[21,47]、人工评分[38]、主题建模[41] 等

方法,存在样本量小、主观性强等不足。本文采

取机器学习方法,基于文本大数据进行测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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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数据规模上具有较大突破,从而提高了声誉

建构测量的准确性和稳健性。首先,在清华大学

计算社会科学与国家治理实验室的支持下,获取

了2015—2019年全国31个省级政府门户网站上

发布的公告、动态、通知等政府信息公开内容,
原始数据量为2143万条。然后,将网页中的信

息进行结构化处理,并将每个网页中的有效信息

(文章标题、文章内容和文章发布时间)存储为

一条数据,经过清洗后有效数据约2000万条。
最后,通过有监督的机器学习方法,利用多种分

类算法,建立分类模型,实现对2000万条文本

数据的处理和声誉建构的测量,主要包括以下关

键步骤:
1.人工编码

对数据的人工编码是机器学习中最重要的阶

段之一,所有有监督的机器学习算法最终都依赖

于人工编码的质量作为输入[67]。本文从数据库

中随机抽取5000条数据进行人工编码,为了提

高编码准确性和一致性,本文根据已有文献,确

定了各维度的核心关键词表 (见表2),作为人

工编码的基准和参考。例如, “完成” “改进”
“增长”等关键词描述了政府工作的业绩,代表

政府的绩效性声誉;“慰问”“表彰”“老年人”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等关键词描

述了政府仁慈、关爱、服务群众的形象,代表道

德性声誉;“协议”“规则”
 

“批复”等关键词反

映了政府工作的程序性,代表程序性声誉;“专
家”“技术”“创新”等关键词表现了专业技术能

力,代表技术性声誉。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

中文语言的丰富性和灵活性,一条数据可能同时

包含多个维度的特征关键词,可能同时属于多个

声誉维度,那么按照机器学习分类的一般性原则

和既有文献的普遍做法[67],选择其概率最高的

一类,且只属于这一类。

表2 人工编码关键词表

声誉维度 具有显著语义的关键词

绩效性声誉
增长、增多、增加、提高、稳定、上升、优化、稳步、第一、快速、突破、破获、突破、向好、
取得、获得、好成绩、成效、丰硕、成果、效益、亮点、破获、捣毁、成功、优秀、成就、成立、
结果、达到、高效、目标、产出、绩效等

道德性声誉

老人、儿童、扶贫、老年人、老同志、军人、退伍、幼儿、妇女、救灾、救助、困难、补偿、扶
持、资助、帮扶、表彰、农业、农民、工人、群众、真情、朴实、慈善、百姓、便民、支持、保
护、小微、减免、减轻、退税、最美、支援、志愿、捐赠、温馨、模范、价值、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党建、党支部、主题教育等

程序性声誉
公示、公告、征集、征求、法律、法规、规范、办法、磋商、谈判、采购、成交、废标、中标、
更正、出台、批复、答复、申报、召回、预算、招标、协议、规则、声明、程序、规定等

技术性声誉
技能、知识、统计、指数、数据、专利、调研、调查、简析、简况、理论、指南、方案、报告、
座谈、研讨、初探、发表、科技、经验、如何、做法、典型、揭示、演化、术语、测试、分析、
评估、计算、证据、专家、方法、模型、专业、研究、技术等

  为确保人工编码的质量和结果准确性,本文

两位作者进行了逐条编码,并聘请了三名研究助

理分别对样本数据进行编码。编码工作由五人独

立开展,在编码工作完成之前,五人沟通讨论编

码规则并逐渐达成共识,但各自的编码过程和编

码结果相互独立。编码工作完成后,对5套编码

方案进行了汇总和比对。其中,三人及以上分类

一致的数据占比达91.39%。对于分类不一致的

数据,五人一起进行逐条核对和讨论,达成共

识,并最终达到100%。

2.模型训练和应用

在有监督的机器学习中,常见的分类算法有

随机森林 (Random
 

Forest)、朴素贝叶斯 (Na-
ive

 

Bayes)、决策树 (Decision
 

Tree)及支持向

量机 (Support
 

Vector
 

Machine)等。本文利用

上述四种算法,分别进行训练、测试和模型构

建,然后对各模型的性能进行比较,最后选择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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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性能相对最优的随机森林算法来构建分类

器①,然后利用性能次优的支持向量机算法进行

稳健性检验。这两种算法都被认为是效率高、解

释力强的主流算法,在分类任务上能够取得非常

好的效果。
对机器学习中模型性能的度量,一般用正

确率 (Accuracy)、精确率 (Precision)、召回率

(Recall)和F1值四个指标衡量算法的性能[67]。

经过测试,本文所用算法的性能指标良好,在

四个维度的分类中,F1值均超过0.7,总体正

确率达到了0.76(见表3和表4),表明算法性

能较好。最后,利用该分类模型,对2000万

条数据中的其他数据进行自动分类,并基于分

类结果,计算得出31个省份每年每月各个声誉

维度的占比,形成各省政府组织声誉建构的数

据库。

表3 基于随机森林算法的分类模型混淆矩阵

预测分类

实际
分类

/ 绩效性声誉 道德性声誉 程序性声誉 技术性声誉

绩效性声誉 355 35 28 36
道德性声誉 23 278 23 15
程序性声誉 21 32 278 21
技术性声誉 53 46 25 231

表4 基于随机森林算法的分类模型性能

参数 绩效性声誉 道德性声誉 程序性声誉 技术性声誉

Precision 0.7854 0.7110 0.7853 0.7624
Recall 0.7819 0.8201 0.7898 0.6507
F1-score 0.7837 0.7616 0.7875 0.7021
Accuracy 0.7613

3.
 

政府网站文本适用性说明

本文基于政府网站文本作为实证分析素材,
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第一,与报纸、微信等渠道相比,政府网站

具有信息量大的特点,更能反映地方政府的日常

运行。根据各级政府发布的 《政府网站工作年度

报表》,2019年省级、地市和区县政府通过门户

网站发布的平均信息量分别达到74326条、
25152条和9647条,在传递政府声音、改善公

众感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二,根据政策要求和各地实践,政府网站

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信息公开、在线服务

和互动交流。根据既有文献和实践特征,本文只

关注信息公开部分,因为这部分是各地政府主动

发布的与政务工作密切相关的工作计划、过程和

结果等,反映了声誉建构的行为和过程。
第三,政府网站内容只是部分反映了地方政

府的声誉建构策略,特别是在数字时代下,还有

很多其他渠道 (如政务新媒体等)。本文作为一

项探索性研究,率先尝试对组织声誉建构进行量

化测量,因此先聚焦于政府网站,后续将继续探

索将报纸、电视、APP、政务新媒体等相关数据

进行综合分析。
(二)变量设计

本文重点研究我国省级政府组织声誉建构的

差异及影响因素,因此将省级政府的组织声誉建

构作为因变量,具体是指组织声誉四个维度 (绩
效性、道德性、程序性和技术性)相关内容的占

比。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因变量所指的组织

声誉并非是指各省级政府声誉的 “绝对高低”,

① 本文分别利用上述四种算法进行模型建构、训练和测试。实证结果发现随机森林算法模型的性能最优,支持向量机算法次

之,朴素贝叶斯和决策树相对较低。因此,本文选择随机森林算法进行分类,然后利用支持向量机算法进行稳健性检验。运用朴素

贝叶斯和决策树算法的稳健性检验,依然得到与主回归一致的结论。由于篇幅限制,朴素贝叶斯和决策树算法的回归结果未列出。
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作者邮件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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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指各省政府在组织声誉建构过程中体现四个

维度的信息公开内容的 “相对占比”(反映不同

维度的侧重点)。各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见表5。
自变量设计如下:(1)任期时长。本研究中

的省级政府官员具体是指各省政府的省长 (以及

直辖市政府的市长、自治区政府的主席,以下统

称为 “省长”)。从中国行政体制来说,尽管书

记是地方 “一把手”,但省长仍是省级政府的

“掌舵人”,具体管理全省的行政性和事务性工

作。本文通过人民网地方领导资料库和百度百科

等网站,获取了各省政府官员的任职和履历信

息,整理了各位省长的上任时间、离任时间及个

人特征等。任期时长是基于官员的上任时点,测

量其任职时长,具体是以观测时点的年份和月份

减去上任时的年份和月份,单位为月。例如,若

某官员于2015年2月开始担任某省省长,那么

在2016年5月的任期时长就为15个月。
(2)财政资源。财政资源作为政府组织资源

的重要组成,体现了地方政府能够调动、使用的

资金规模和数量,是衡量政府能力的有效指标。
在财政资源的具体测量上,本文采用马亮[68] 等

人的方法,用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与一般预算支出

的差值占一般预算支出的比重作为衡量省级政府

财政资源的指标,即用各省年度财政一般预算收

入减去一般预算财政支出,除以一般预算财政

支出。

表5 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

变量类别 变量名 变量定义 数据来源

因变量

绩效性声誉 绩效性声誉相关内容的占比

道德性声誉 道德性声誉相关内容的占比

程序性声誉 程序性声誉相关内容的占比

技术性声誉 技术性声誉相关内容的占比

自测

自变量

任期时长 官员距离上任的时间

离任时长 官员距离离任的时间

财政资源 预算财政收支之差占支出的比重

百度、人民网

国家统计局

控制变量

人口规模 省内年末常住人口 (取对数)
官员性别 省长的性别,0代表女,1代表男

官员民族 省长的民族,0代表少数民族,1代表汉族

官员年龄 省长的年龄

年龄平方 省长年龄的平方

教育水平 省长的最高学历,3、2、1分别代表博士、硕士、本科及以下

国家统计局

百度、人民网

  此外,为了控制其他变量对省级政府组织声

誉建构的影响,更为准确地探析主要解释变量与

组织声誉建构的因果关系,本文主要将外部环境

变量和省级政府官员的个人特征作为控制变量纳

入了测量模型中。
(1)外部环境变量。主要通过各省的地理区

域和年末地区常住人口规模衡量省级政府的外部

环境情况,但由于本文使用了双向固定效应模

型,而地理区域效应被抵消,因此主要使用人口

规模变量。相较于户籍人口等指标而言,常住人

口更能准确测量地区人口规模。为了减弱绝对值

的影响,本研究对各省年末常住人口进行对数化

处理,相关数据从国家统计局网站上获取。

(2)官员个人特征。主要包括性别、民族、
年龄、党龄、专业和受教育经历等。一是官员性

别,不同性别的官员关注的重点工作可能会有差

别,男性为 “1”,女性为 “0”。二是官员民族,
不同民族的官员可能会关注不一样的工作重点,
特别是在自治区等少数民族规模较大的省份,少

数民族为 “0”,汉族为 “1”。三是官员年龄,不

同年龄的官员往往面临着不一样晋升压力,其关

注重点也会存在差异。此外,根据既有文献,官

员年龄与政府行为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变化[61],
因此将年龄平方也纳入模型。四是教育水平,官

员不同的教育情况对其思维习惯和工作方法会产

生影响,可能会让其关注不同的组织声誉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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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经历分为博士、硕士、本科及以下三个类

别,分别用 “3”“2”“1”表示。

五、 实证回归分析

本文基于2015年1月至2019年12月31
个省的月度数据,以各省各月四个维度的声誉

占比为因变量,共包含5年、60个月的1860

个观测值,选取面板回归模型对研究假设进行

检验。
(一)描述性分析

表6报告了本研究自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

极值等基本情况。从表6中可以看到,2015—
2019年我国省级政府在官员任期、财政资源以

及各控制变量上差异较大,说明存在较大的解释

空间。

表6 变量基本情况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绩效性声誉 1860 30.261 8.422 2.349 73.033
道德性声誉 1860 30.191 9.711 3.789 70.419
程序性声誉 1860 22.956 12.483 3.026 78.057
技术性声誉 1860 16.591 5.134 3.233 47.556
任期时长 1860 24.840 19.860 0 105
离任时长 1860 22.670 16.760 0 80
财政资源 1860 -0.530 0.190 -0.902 -0.074
人口规模 1860 3.535 0.363 2.511 4.061
官员性别 1860 0.929 0.257 0 1
官员民族 1860 0.845 0.362 0 1
官员年龄 1860 58.631 3.603 48.500 66.917
年龄平方 1860 3450.593 424.076 2352.250 4477.840
教育水平 1860 2.290 0.632 0 3

  
(二)面板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探析省级政府四类组织声誉建构的

影响因素,本文基于2015年1月至2019年12
月的月度数据,对四类组织声誉分别进行面板回

归分析。经过Hausman检验后,本文选择双向

固定效应模型 (固定个体、固定时间)。表7显

示了回归结果,其中模型1—4分别以绩效性声

誉、道德性声誉、程序性声誉、技术性声誉为因

变量,均控制了个体和时间因素。

表7 面板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1

绩效性声誉
模型2

道德性声誉
模型3

程序性声誉
模型4

技术性声誉

任期时长 -0.022**
(0.009)

-0.072***
(0.009)

0.028**
(0.012)

0.066***
(0.007)

财政资源 -43.470***
(6.605)

-41.350***
(6.773)

38.030***
(8.792)

46.790***
(5.050)

人口规模 9.866
(34.660)

107.600***
(35.540)

-36.860
(46.140)

-80.660***
(26.500)

官员性别 -7.861***
(1.496)

-6.687***
(1.534)

12.600***
(1.992)

1.949*
(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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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模型1

绩效性声誉
模型2

道德性声誉
模型3

程序性声誉
模型4

技术性声誉

官员民族 -5.509***
(1.445)

-0.277
(1.482)

3.612*
(1.924)

2.175**
(1.105)

官员年龄 0.953
(1.332)

-4.045***
(1.366)

4.548**
(1.773)

-1.456
(1.018)

年龄平方 -0.009
(0.012)

0.034***
(0.012)

-0.039***
(0.015)

0.014
(0.009)

教育水平 -0.602
(0.435)

0.223
(0.446)

0.247
(0.579)

0.132
(0.333)

时间因素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43.300
(128.700)

-244.000*
(132.000)

28.480
(171.300)

358.800***
(98.400)

观测值 1860 1860 1860 1860
省份数量 31 31 31 31

R2 0.074 0.150 0.069 0.167
调整R2 0.049 0.127 0.044 0.144

F 7.600 16.770 7.055 19.040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表示p<0.01,

 

**表示p<0.05,
 

*表示p<0.1。

  模型1显示了绩效性声誉的回归结果。在控

制人口规模、官员个人特征等变量后,官员任期

时长对绩效性声誉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 (β=
-0.0224,p<0.05),并通过了95%显著性检

验,表明官员上任时间短的,绩效性声誉占比相

对较大。财政资源变量也对绩效性声誉产生了高

度显著的负向影响 (β=-43.47,p<0.01)。
验证了H1a和H2b中关于绩效性声誉的假设。

模型2显示了道德性声誉的回归结果。结果

显示,任期时长对道德性声誉产生了显著的负向

影响 (β=-1.
 

0721,p<0.01),财政资源也

对省级政府道德性声誉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

(β=-41.35,p<0.01),表明财政资源少的省

份,相对更注重道德性声誉建设。验证了假设

H1a和H2b中关于道德性声誉的假设。
模型3显示了程序性声誉的回归结果。结果

显示,任期时长对程序性声誉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β=0.
 

0285,p<0.05),表明官员在任时间长

的,相对更重视建构程序性声誉。财政资源变量

也对程序性声誉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 (β=
38.03,p<0.01),表明随着财政资源的增加,

省级政府程序性声誉的占比随之上升。验证了

H1b和H2a中关于程序性声誉的假设。
模型4显示了技术性声誉的回归结果。结果

显示,任期时长和财政资源变量都产生高度显著

的正向效应 (β=0.0663,p<0.01;β=46.79,
p<0.01)。表明随着官员任期时长的增加,技

术性声誉占比越高。财政资源相对丰富的省份,
政府更重视技术性声誉建设。验证了假设 H1b
和H2a中关于技术性声誉的假设。

(三)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面板回归结果的可靠性,增强结论的

稳健性,本研究选取两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
第一种方式是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以离任

时长替换上任时长),重新估计回归结果。具体

来说,在前文的设计中,以距离上任的时间作

为自变量,但有研究以官员的离任时间为终点,
测量其距离离任的时长,即离任时间减观测时

间的时长。梳理各省政府官员履历后发现,在

涉及的72位省长中,有70位已有明确的离任

时间 (截至2021年12月底),还有两位省长自

2016年和2017年开始担任省长至今,尚无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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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离任时间,因此在稳健性检验中,以已有

明确离任时间的样本进行回归 (合计1790个

观测值)。
回归结果 (见表8)显示,离任时长、财政

资源等对组织声誉建构影响效应与前述结果一致

(在模型5—8中,离任时长通过了95%和99%
的统计显著性检验,但符号与表7中相反,说明

结论一致;因为离任时长大,意味着距离上任的

时间短,即上任时长小,与前述任期时长变量是

对应的)。

表8 面板回归分析结果 (稳健性检验1)

变量
模型5

绩效性声誉
模型6

道德性声誉
模型7

程序性声誉
模型8

技术性声誉

离任时长 0.030**
(0.012)

0.082***
(0.013)

-0.049***
(0.016)

-0.063***
(0.009)

财政资源 -42.670***
(6.586)

-50.480***
(6.783)

35.370***
(8.739)

57.790***
(5.129)

人口规模 28.050
(35.530)

98.560***
(36.600)

-63.790
(47.150)

-62.820**
(27.670)

官员性别 -8.105***
(1.509)

-7.226***
(1.554)

12.850***
(2.002)

2.478**
(1.175)

官员民族 -6.179***
(1.466)

-1.139
(1.510)

4.810**
(1.945)

2.508**
(1.141)

官员年龄 1.395
(1.354)

-3.679***
(1.395)

3.705**
(1.797)

-1.421
(1.054)

年龄平方 -0.012
(0.012)

0.030**
(0.012)

-0.032**
(0.016)

0.014
(0.009)

教育水平 -0.892**
(0.455)

0.201
(0.468)

0.940
(0.603)

-0.248
(0.354)

时间因素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20.900
(132.600)

-229.700*
(136.600)

148.100
(176.000)

302.500***
(103.300)

观测值 1790 1790 1790 1790

省份数量 31 31 31 31

R2 0.074 0.139 0.071 0.145

调整R2 0.048 0.114 0.045 0.121

F 7.291 14.740 6.974 15.490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表示p<0.01,

 

**表示p<0.05,
 

*表示p<0.1。

  第二种方式是替换因变量,选用不同的机器

学习算法进行重新分类。在上文中,我们选用了

常见的随机森林算法,对声誉建构进行了测量。
为了进一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我们选用了性能

次优的支持向量机算法,重新建立了分类模型,
新模型也具有较好的性能 (F1值大于0.7,总体

准确性达到0.75)。

基于新的分类模型,我们重新测量了每个声

誉维度的占比,并重新进行了面板回归,得到了

一致的结果 (见下页表9)。随后,我们进一步

将上述两种检验结合起来,基于新的新类算法,
纳入离任时长变量,也得到了一致的结论 (见下

页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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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面板回归分析结果 (稳健性检验2)

变量
模型9

绩效性声誉
模型10

道德性声誉
模型11

程序性声誉
模型12

技术性声誉

任期时长 -0.030***
(0.010)

-0.063***
(0.010)

0.039***
(0.013)

0.054***
(0.009)

财政资源 -24.320***
(7.083)

-24.430***
(7.442)

25.940***
(9.405)

22.820***
(6.588)

人口规模 -13.610
(37.170)

77.110**
(39.050)

5.465
(49.360)

-68.960**
(34.570)

官员性别 -9.694***
(1.605)

-8.872***
(1.686)

13.620***
(2.131)

4.949***
(1.493)

官员民族 -6.962***
(1.550)

-0.814
(1.628)

3.172
(2.058)

4.604***
(1.441)

官员年龄 0.365
(1.428)

-1.618
(1.501)

7.787***
(1.897)

-6.534***
(1.328)

年龄平方 -0.004
(0.012)

0.013
(0.013)

-0.066***
(0.016)

0.057***
(0.011)

教育水平 -0.979**
(0.467)

0.002
(0.490)

-0.171
(0.620)

1.148***
(0.434)

时间因素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70.000
(138.000)

-192.600
(145.000)

-223.600
(183.300)

446.200***
(128.400)

观测值 1860 1860 1860 1860
省份数量 31 31 31 31

R2 0.060 0.098 0.063 0.074
调整R2 0.034 0.073 0.037 0.049

F 6.056 10.300 6.373 7.579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表示p<0.01,

 

**表示p<0.05,
 

*表示p<0.1。

表10 面板回归分析结果 (稳健性检验3)

变量
模型13

绩效性声誉
模型14

道德性声誉
模型15

程序性声誉
模型16

技术性声誉

离任时长 0.036***
(0.012)

0.084***
(0.013)

-0.045***
(0.016)

-0.075***
(0.011)

财政资源 -28.210***
(6.925)

-32.500***
(7.265)

31.120***
(9.198)

29.590***
(6.423)

人口规模 -13.360
(37.180)

79.000**
(39.000)

5.703
(49.390)

-71.340**
(34.480)

官员性别 -9.876***
(1.597)

-9.130***
(1.675)

13.910***
(2.121)

5.095***
(1.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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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模型13

绩效性声誉
模型14

道德性声誉
模型15

程序性声誉
模型16

技术性声誉

官员民族 -7.394***
(1.555)

-1.802
(1.631)

3.710*
(2.065)

5.486***
(1.442)

官员年龄 0.483
(1.428)

-1.358
(1.498)

7.635***
(1.897)

-6.760***
(1.325)

年龄平方 -0.005
(0.012)

0.010
(0.013)

-0.065***
(0.016)

0.060***
(0.011)

教育水平 -1.056**
(0.476)

-0.256
(0.499)

-0.109
(0.632)

1.422***
(0.441)

时间因素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63.280
(138.200)

-211.800
(144.900)

-217.000
(183.500)

465.500***
(128.100)

观测值 1860 1860 1860 1860

省份数量 31 31 31 31

R2 0.060 0.100 0.062 0.079

调整R2 0.034 0.076 0.037 0.054

F 6.035 10.620 6.290 8.139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表示p<0.01,

 

**表示p<0.05,
 

*表示p<0.1。

六、 讨论和结论

(一)结果讨论

本研究通过爬取2015—2019年中国31个省

份各月份的省级政府网站数据,基于文本大数

据,并利用有监督的机器学习方法,客观测量了

各个省级政府的四类组织声誉建构差异,显示了

不同省级政府会采取差异化策略建构其组织声

誉。通过面板回归分析可以看到,这种异质性受

到官员任期及个人特征、财政资源等因素的显著

影响。
(1)官员因素对省级政府组织声誉建构策略

的影响。根据实证结果,省级政府官员在任期的

早期阶段,会更侧重于绩效性和道德性声誉;而

在任期后期,程序性声誉和技术性声誉占比更

高,显示了在不同官员任职周期,省级政府组织

声誉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本文认为省级政府官员

在任期的不同阶段,面临着不同的压力,这种压

力会影响着官员决策和组织行为。

在官员上任初期,往往会面临着 “人生地不

熟”的现实困境。新上任的官员需尽快融入当地

的社会网络,塑造自己的形象,建构一种独特的

组织声誉。因此,对于上任不久的省长来说,参

加一些慰问、纪念活动,加大对扶贫、社会弱势

群体的支持能够为其赢得良好的口碑,对外展示

亲民、仁慈的道德形象。此外,官员在上任之初

同样需要通过完成一些经济建设、社会治理、创

新治理方式等方面的工作,来展示其突出的工作

能力、工作方法和成绩,以获得内外部受众的支

持。体现在省级政府网站上,即表现为在官员上

任初期,政府网站上会发布大量突出工作成绩和

工作能力的内容,例如 “工业实现快速增长”
“医疗保障改革取得新进展” “创新城市管理方

式”等内容,从而建构良好的绩效性声誉。相比

县级政府而言,省级政府官员日常面临的行政事

务数量相差甚大,需要考虑的利益群体数量更

多,因此省长们需要在上台初期就展现突出的工

作能力以及取得的成绩,以获得公众、政府内

部、上级政府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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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到了官员任期快结束的阶段,大部分建

设性的工作已经完成,此时再开展大规模的经

济建设、社会治理工作难以在短时间内收获成

效,无法取得实质性的收益。因此,省长们此

时可能会选择多开展一些常规性和例行性的活

动,例如制定后续发展的规划、参加例行工作

会议等,通过这些程序性的工作平稳度过任期

的后期阶段。
(2)财政资源对省级政府组织声誉建构策略

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财政资源越匮乏的省

份,越重视绩效性声誉和道德性声誉;而财政资

源越充裕的省份,则越重视程序性声誉和技术性

声誉的建设,显示了财政资源对省级政府组织声

誉建构策略差异的显著影响。在压力型体制下,
财政资源较弱的省份既面临着省内各方面资金需

求的压力,也面临着追赶先进省份的外部压力。
因此,这些省份有动力去频繁宣传地区经济发展

的利好消息,例如在政府网站中频繁出现 “经济

形势向好”“失业率低”“各行各业快速发展”等

内容,期望塑造政府重视经济建设工作且有能力

协调各方面统一发展的绩效性声誉。另外,尽管

这些省份采取各种策略建构绩效性声誉,但客观

差距无法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为了缓解内外

部受众的潜在不满和指责,省政府会选择加强

道德性声誉方面的投入,加强组织内部的团结

和政策的执行力,以避免遭受工作不力的声誉

风险。
相反,在财政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经济发

展往往较好。在此环境下,社会公众更加关注社

会公平公正、程序合规合法等问题,期望政府能

够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维持公平竞争环境,加

强对行业的监管。同时,在经济水平较高的地

区,上级政府希望这些地方政府能够在科技创

新、行业标准制定等方面发挥更多的引领性作

用。因此,这些地区政府往往会更加重视程序性

和技术性声誉建设。例如,制定和出台更加详

细、完善的法律法规,完善对项目招投标过程的

监管和政策制定,优化行政审批项目的审批流程

等,完善机制体制,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构建有序发展的社会氛围,回应民众对社会公平

正义和程序正规的诉求,打造良好的政府程序性

声誉。同时,为了展示政府专业的工作能力和培

养公众认可的技术性声誉,省级政府会通过制定

先进的行业标准、加强对食品安全等领域的质量

检测和监管、加大对高端科技技术创新的支持和

投入以及创新电子政务服务新手段等措施,建构

突出的技术性声誉,加强公众对政府技术能力的

信任和认可。
(二)贡献与创新

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对组织声誉建构

理论作出了以下贡献:
一是本文将组织声誉建构视角应用于中国公

共部门的场景,扩大了组织声誉理论的范围。相

对国外而言,关于中国政府组织声誉建构的文献

很少,几乎属于研究空白,仅有的少量研究基于

单个地区或部门开展,缺乏在中国公共部门的情

景的适用性。本文则利用所有省份连续5年的面

板数据,系统性分析了我国省级政府组织声誉建

构的特征及影响因素,为声誉理论研究提供了实

证支撑材料。
二是在研究方法上亦有创新和贡献。以往有

关政府组织声誉的研究,大多采用定性研究分析

政府组织声誉的具体性质及内容,少部分文章利

用问卷、构建指标体系的方法对政府组织声誉进

行了测量并初步分析相关的影响因素。本文创新

性地 利 用 省 级 政 府 网 站 的 大 数 据,爬 取 了

2015—2019年全国31个省级政府网站上2143
万余条数据,整理出了2000万余条有效数据,
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对网页进行自动编码,并且提

供了关键词列表和操作化的方案。通过将大数据

与机器学习相结合的办法,本文突破了组织声誉

难以测量的困境,科学有效地衡量出各省政府组

织声誉的占比和分布。
三是经过实证分析,发现官员任期、政府

能力和外部环境等变量对省级政府的声誉建构

具有显著影响。本文利用2015—2019年31个

省的相关数据,进一步分析了省级政府官员在

其不同任期阶段对政府组织声誉建构的影响,
证实了官员任期对政府组织声誉建构的影响。
另外,本文将财政资源、官员特征等变量纳入

分析,为公共部门组织声誉建构的实证研究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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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足与展望

作为一项较为前沿的研究,本文也存在一

些局限和不足,将在后续研究中继续完善:第

一,分析框架较为初步。组织声誉理论作为一

项前沿研究,具有较强的创新性,关于地方政

府组织声誉建构策略影响因素方面的既有文献

较为缺乏,可参考和借鉴的成熟框架缺乏。在

此背景下,本文结合已有关于地方政府行为的

研究,整合官员任期和组织资源等研究视角来

构建分析框架,对政府组织声誉建构策略的影

响因素进行初步探究。这个较为初步的分析框

架的局限性不可避免,期待后续研究更加深入

的分析。第二,数据来源和时间跨度不够。由

于数据可获得性等原因,本文只获取了2015—
2019年政府网站的数据。这是目前可能获取的

最大的数据集,未来随着新数据的积累可以进

一步扩大数据来源和时间范围,如结合移动互

联网时代下用户黏性更高、网络传播更广的政

务新媒体数据,提高实证分析的稳健性。第三,
组织声誉的复杂性和因果机制探寻不足。组织

声誉涉及公众对政府的主观感知和综合评价,
具有较强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动态性,并且在

“主观建构”的声誉和 “公众感知”的声誉之

间,还存在较多的不一致性,需要展开进一步

的调研分析,深入挖掘其背后的行为逻辑和影

响机制。第四,大数据和机器学习方法具有一

定的局限性。尽管大数据改善了样本代表性,
但更多的是从全局上对客观图景进行描述,具

有较强的宏观性,缺乏对微观数据的关注;此

外,机器学习方法在公共管理领域的落地应用

还处于探索阶段,机器分类的性能仍有待提升,
现有的算法尚不能完全解决文本分类问题,部

分数据在自动编码过程中与原有语义有所偏差,
未来可进一步优化机器学习算法,提高大数据

分类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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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ial
 

Tenure,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Organizational
 

Reputation
 

Construction
 

of
 

Local
 

Government
 

in
 

Digital
 

Era: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20
 

Million
 

Provincial
 

Government
 

Website
 

Data

Meng
 

Qingguo,
 

Wang
 

Youkui,
 

Chen
 

Sicheng

【Abstract】Organizational
 

reputation
 

management
 

is
 

becoming
 

a
 

hot
 

research
 

topic
 

in
 

the
 

pub-
lic

 

administration
 

area,
 

but
 

there
 

are
 

few
 

studies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nese
 

local
 

govern-
ment

 

organization
 

reputa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digital
 

era.
 

This
 

paper
 

selected
 

the
 

government
 

website
 

as
 

the
 

empirical
 

material
 

to
 

observe
 

the
 

reputation
 

construction
 

strategy
 

of
 

local
 

govern-
ment.

 

Based
 

on
 

the
 

data
 

of
 

20
 

million
 

government
 

web
 

pages
 

in
 

31
 

provinces
 

from
 

2015
 

to
 

2019,
 

we
 

measured
 

the
 

reputation
 

construction
 

of
 

provincial
 

government
 

in
 

the
 

China
 

and
 

analyzed
 

the
 

influen-
cing

 

factors,
 

by
 

using
 

the
 

advanced
 

coding
 

tables
 

and
 

a
 

variety
 

of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rganizational
 

reputation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of
 

provincial
 

governments
 

are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by
 

the
 

tenure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financial
 

resources,
 

which
 

urges
 

different
 

governments
 

to
 

choose
 

different
 

strategy
 

combinations.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tenure
 

of
 

the
 

chief
 

officials,
 

the
 

local
 

government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performance
 

and
 

moral
 

reputa-
tion;

 

Later
 

in
 

the
 

tenure,
 

more
 

emphasis
 

is
 

placed
 

on
 

presenting
 

procedural
 

and
 

technical
 

creden-
tials.

 

In
 

the
 

province
 

with
 

less
 

financial
 

resources,
 

the
 

governments
 

are
 

more
 

inclined
 

to
 

present
 

performance
 

and
 

moral
 

reputation.
 

Areas
 

with
 

more
 

financial
 

resources
 

tend
 

to
 

have
 

procedural
 

and
 

technical
 

reputations.
 

This
 

paper
 

measures
 

the
 

reput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
 

based
 

on
 

big
 

data
 

ear-
lier,

 

and
 

preliminarily
 

reveal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reputation
 

construction
 

strategy
 

of
 

local
 

government
 

under
 

the
 

Chinese
 

scenario.
【Key

 

words】Digital
 

Era,
 

Local
 

Government,
 

Organizational
 

Reputation
 

Construction,
 

Gov-
ernment

 

Website,
 

Machine
 

Learning




